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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

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
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

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２００４年 ～
２０１２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
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
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２年间，
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

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

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
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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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生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关系

问题一直是公共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如

何选择适当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以促进经济增

长、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是该研究方向中一个主要

的政策性议题
［１］．在改革纵深发展过程中，中国

财政制度逐渐由生产建设财政向公共服务财政转

变
［２］．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尽管经济增长

率仍然较高，但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呈持续下

降趋势．白重恩和钱震杰［３］
利用收入核算法，计

算了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中的劳动收入份
额，发现其在１９７８年 ～１９９５年的１０多年间基本
保持不变，但自１９９５年以来却下降了约１０个百

分点．李稻葵等［４］
利用省际收入法同样发现中国

劳动所得比重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后逐步下降．劳动
者收入份额下降直接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受阻，相

应地，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出现增长乏力的趋势，居

民最终消费率也从 １９９５年的 ４５％左右下降到
２０１３年的约３５％．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来自社会保
障、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压力

［５］，“幸福感”出现下

降势头．结合财政支出结构向“公共财政”方向的
改革，中国能否制定适当的生产性财政政策，在促

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同步地促进社会福利的增

加？这既是一个优化财政支出的实践问题，也是

一个考察生产性财政支出如何最大化地促进经济

增长与提升社会福利的理论问题．本研究的目的
就是要对国家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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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与实证研究，以便

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与考

察视角．

１　文献回顾

自Ｂａｒｒｏ［６］的开创性论文发表以来，公共支出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早成为公共经济学领域理论

研究的重要议题．Ｂａｒｒｏ［６］将政府支出和社会资本
两种要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构造了包括 Ｃｏｂｂ
Ｄｏｕｇｌａｓ函数在内的各种生产函数形式，论证了政
府生产性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下文简称政府生产
性支出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倒 Ｕ型关
系．Ｂａｒｒｏ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全部公共支出
分解为两部分：生产性支出（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ｎｄｉ
ｔｕｒｅ）和消费性支出（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其
中生产性支出以生产外部性的形式进入每一家企

业的生产函数，并通过提高私人资本和劳动的边

际生产力而促进产出的增长；消费性支出则作为

一种消费外部性进入所有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进

而影响到社会总福利．其后的大量文献大都沿袭
了这一划分方法来研究了不同的议题．例如，
Ｊｏｎｅｓ［７］同样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加入政府生产性
支出变量形成一种政府公共资本，作为一种经济

活动投入要素，其对经济增长是有促进作用的．
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８］在内生化劳动要素的ＡＫ经济增长模
型中，将消费性和生产性公共支出分别加入到效

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中，推导出最优的消费性和生

产性支出结构，并指出政府的消费性支出也可以

通过影响家庭的消费、劳动的选择，进而影响到经

济增长．Ｔｏｕｒｎｅｍａｉｎｅ和 Ｔｓｏｕｋｉｓ［９］将政府公共支
出加入到包含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

教育公共支出的最优结构．自２００８年由美国次贷
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学者又重新关注

到政府财政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Ｂａｒｒｏ和
Ｒｅｄｌｉｃｋ［１０］、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ｏ等［１１］、Ｋｒａａｙ［１２］、Ｉｌｚｅｔｚｋｉ

等
［１３］、Ｍｉｙａｍｏｔｏ等［１４］

从各国发展阶段、不同经济

周期等视角重新研究了政府支出乘数的经济效

应．Ｒｅｎｄａｈｌ［１５］、Ａｕｅｒｂａｃｈ和 Ｇｏｒｏｄｎｉｃｈｅｎｋｏ［１６］分

别研究了政府财政支出对失业率和生产溢出效应

的影响．

国内也有大量的文献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

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相关的理论与经

验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郭庆旺和贾俊雪［１７］
建

立了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

长模型，并进一步将公共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

力资本，从而对公共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

行理论分析．严成樑和龚六堂［１８］
在一个内生化劳

动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情况，他们认为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

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闲暇选择、储蓄———消

费选择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金戈和史晋川［１９］
则在

纯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纯消费性公共支出分类基础

上，引入了第三种公共支出，即生产———消费混合

型支出，并通过构建包含多种类型公共支出的内

生经济增长模型，探讨了多种类型公共支出促进

经济增长的机制、考察了社会最优路径的存在性

和唯一性．这些研究中一个最大的假设是政府是
“全能全知”的，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不存在拥挤

效应．然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政府执行人员“经
济人”特征和有限信息的局限性，政府在实施公

共财政支出政策时，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负外部

性，即存在所谓的公共财政支出的拥挤效应．正是
由于公共财政支出拥挤效应的存在，可能会使社

会最优路径发生偏离．如贾俊雪和郭庆旺［２０］
通过

引入消费性拥挤因子和生产性拥挤因子，从理论

上探讨了它们在公共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

用中是如何发挥影响的．

在经验研究方面，许多学者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估计政府的各项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郭庆旺和贾俊雪［１７］
通过经验分析发现政府

公共的物质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性的正影响．

廖楚辉
［２１］
的研究发现中国政府的教育投入与人

均产出具有显著关系，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地促进

作用．而严成樑和龚六堂［１８］
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生

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当生产性财政支出的规模超出了地区经济的适可

范围或者生产性支出使用效率过低时，生产性财

—２—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１９年７月



政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变得不明显

了．然而，上述研究都没有从实证角度检验政府生
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着非线性

关系，因此也就无法从经验上来讨论政府生产性

财政支出是否处于“最优”的支出规模．
如果说对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

研究已非常之多的话，有关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

对社会福利影响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文献却相对

较少．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在 Ｂａｒｒｏ［６］的标准模
型框架中设定了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但由于Ｂａｒｒｏ
模型的高度抽象性，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本质上

是高度同一的，因此，该理论模型只需关注公共支

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无需讨论公共支出与社会

福利的关系．同样地，在金戈和史晋川［１９］
的扩展

的模型中，虽然引入了第三种类型的公共支出，但

由于仍然没有考虑拥挤因素，也就不存在经济增

长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下这两目标下财政支

出行为不一致的现象，对福利的讨论仍就归结为

对经济增长的讨论上来．在实证研究方面，由于社
会福利的定义和解释标准并不唯一，因此，相关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设计社会福利指标方

面
［２２，２３］，而综观已设计出的较为有限的社会福利

指数，基本是效率与公平两大类指标的复合体．部
分研究者也在他们所设计的福利指标的基础上，

实证考察了财政支出与福利变动的关系．如谢乔
昕和孔刘柳

［２４］
采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国内生

产总值的积构造社会福利指标，考察了经济建设

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等五类不同的财政支出类

型对社会福利的不同影响．但这类研究基本没有
关注怎样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能促使社会福利最

大化．
从理论上来看，当公共财政支出具有经济正

外部性时，政府通过税收机制实现公共财政的融

资，并将其作为经济优化的决策要素加入到经济

活动中，发挥其经济外部性的作用，就能够实现经

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６，１９］．但在存在政府

财政公共支出的拥挤效应时，是否存在着一种生

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它能促使经济增长与社会福

利同时达到最优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直到目前

仍然较为鲜见．事实上，具有拥挤效应的财政支
出，是否存在着最优的社会福利水平也都是一个

较少讨论的问题．与已有研究文献相比，该文力图
在下述几个方面做出边际贡献：第一，在引入消费

性和生产性两种类型拥挤因子的情况下，通过理

论模型，该文分别推导经济增长最大化和社会福

利最大化两类目标下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结

构，用以考察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生产性财政支

出结构，它能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

大化；第二，通过所建立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考察，

当两类最大化目标下政府的最优生产性支出结构

不同时，它们之间有着一个怎样的“位置”关系．
第三，通过中国地市级的经济数据，运用计量模型

实证检验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

两者之间是否确实存在倒 Ｕ型关系，以便于从经
济实践中检验是否存在着最优的财政支出规模．
第四，在检验上述倒 Ｕ型关系存在的基础上，进
一步实证分析中国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的适度

性，即不同时期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是否同时

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以

便为评估和修正财政支出政策提供理论和经验的

支持．

２　理论模型及模拟分析

２．１　政府的消费性支出与效用函数
按照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８，２５］的研究框架，假定经济体

中存在一个永续生存的代表性家庭②．家庭的效
用函数由私人消费品、休闲以及政府提供的有效

消费性服务组成，并假设三种产品之间存在非完

全替代关系，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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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考虑到人口有增长和无增长的情况下，该文的基本结论是相同的．为简化起见，文中假设无人口增长．此外，与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８］研究内容
不同，该文在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中分别引入了消费性支出的拥挤效应和生产性支出的拥挤效应，由此刻画出中央计划者经济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ｙｐｌａｎｎ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和分离经济体（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ｙ）的政府最优生产性支出存在差异，这一典型差异，恰好可以识别和度
量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拥挤程度，这是该文研究财政支出特征和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



Ｕ（Ｃｔ，ＧＳｃ，ｔ，Ｌｔ）＝（ＣｔＧＳｃ，ｔηＬｔθ）
１－σ／（１－σ）（１）

其中Ｃｔ为私人消费品，Ｌｔ为代表性家庭选择的闲
暇时间，ＧＳｃ，ｔ为家庭部门从政府公共消费品支出
中获得的有效服务．η、θ分别刻画了政府消费性
服务、闲暇与消费品的效用替代弹性系数．σ为
家庭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σ＞０，该值越
小，家庭随时间变动其消费的意愿就越强．

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２５］指出有效消费性服务由政府实
际消费性支出与产出总水平决定，两者的比例关

系刻画了政府消费性服务公共物品属性的拥挤程

度，其表达式如下

ＧＳｃ，ｔ＝ＧＣαｔ（ＧＣｔ／Ｙｔ）
１－α （２）

其中ＧＣｔ为政府实际消费性支出，Ｙｔ为总产出水
平．α是描述政府公共消费性服务拥挤效应的参
数，０≤α≤１．当α＝１时表示不存在拥挤现象，

公共消费性服务品全部为纯公共物品，意味着家

庭部门获得公共消费性服务不受经济发展规模的

影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实际消费性支出，其全部

进入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当α＜１时，政府消
费性支出是不完全竞争性公共服务品，只有政府

消费性支出的一定比例才可以进入到家庭效用函

数．这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性服务对于消费者
而言，存在一定的拥挤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政府消费性支出呈现低效率状态，即政府

在公共财政支出的过程中存在着寻租行为，导致

大量“调整成本”的出现，从而造成了社会福利的

损失
［２６］；二是公共消费品对私人消费品呈现挤出

效应．当α＝０时，在维持政府有效消费性水平不
变的情况下，政府实际消费性支出要与总产出保

持同一增长速度，才能保障家庭部门享受到同一

水平的消费性服务效用．这时，政府的消费性服务
是完全竞争性公共服务品，政府提供消费性服务

的公共物品属性则完全消失了．
２．２　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与生产函数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经济体中，代表
性家庭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其通过雇佣自身

的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政府的有效生产性服务
对生产具有促进作用．该文沿用贾俊雪和郭庆
旺
［２０］
的方法，通过引入拥挤效应以刻画政府生产

性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记ＧＳｐ，ｔ为政府提供的有
效的公共生产性服务，ＧＰｔ为政府实际的生产性
支出，则政府有效的公共生产性服务由政府实际

生产性支出与产出总水平决定，其表达式为

ＧＳｐ，ｔ＝ＧＰｔε（ＧＰｔ／Ｙｔ）
１－ε （３）

其中ε为刻画政府公共生产性服务拥挤效应的参
数，０≤ε≤１，它反映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和私人
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相对作用大小．在给定同一
种政府生产性支出行为下，其生产性服务的拥挤

程度越小，表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越大，私人

资本的生产弹性也就越小．类似地，当 ε＝１时，

政府生产性支出完全属于非竞争性公共服务品，

不存在拥挤效应；当ε＝０时，政府的生产性服务
则成为完全竞争性公共服务品，拥挤效应也最大．

类似于Ｂａｒｒｏ［６］与 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２５］的方法，将政府的
有效生产性服务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则有

Ｙｔ＝ＡｔＧＳρｐ，ｔ（１－Ｌｔ）φＫ
１－ερ
ｔ （４）

其中Ｋｔ为代表性家庭的私人资本存量，（１－Ｌｔ）

为代表性家庭的劳动时间，Ａｔ为技术水平；ρ为
有效公共生产性服务的弹性系数，为劳动的弹
性系数，１－ερ为资本的弹性系数．当政府生产性
服务的拥挤效应比较小时（ε→１），私人的资本
弹性系数相对较小；反之，随着政府生产性服务的

拥挤程度不断变大（ε→０），私人的资本弹性系
数则相对变大．假设 ρ＞０，＞０，≤ ερ，ερ＋

≤１，生产函数对于劳动和资本而言是规模报
酬非递增的，且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

假设政府实际生产性支出是总产出的一定比例

ｇｐ，则式（３）可以进一步简化为：ＧＳｐ，ｔ＝ｇｐＹεｔ，代
入到式（４）中，得到 ＡＫ经济形式的内生增长模
型，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

Ｙｔ＝（Ａｔｇρｐ）
１／（１－ερ）（１－Ｌｔ）

／（１－ερ）Ｋｔ （５）
２．３　社会福利最大化

生产性支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渠道有两种形

式：一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社会福利，将

经济“蛋糕”做得更大，促进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

入变得越多，相应地社会福利水平也就越高；二是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生产性支出比例越高，

消费性支出水平也就越低，进而对社会福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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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负影响．假设政府实际消费性支出是总产
出的一定比例 ｇｃ，则式（２）可以进一步整理为
ＧＳｃ，ｔ＝ｇｃＹαｔ，这时，代表性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
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是

ｍａｘ∑
∞

ｔ＝０
βｔ［Ｃｔ（ｇｃＹαｔ）ηＬθｔ］

１－σ／（１－σ） （６）

其中β为效用贴现率．为保证效用函数是严格凹
的，式（６）的各个参数需要满足如下条件：η＞０、
θ＞０、（１－σ）（１＋ηα＋θ）＜１．社会资源约束
方程是

Ｋｔ＋１ ＝（１－ｇｃ－ｇｐ）Ｙｔ＋（１－δ）Ｋｔ－Ｃｔ （７）
其中０＜ｇｃ＋ｇｐ＜１．从中央计划者（ｓｏｃｉａｌｐｌａｎ
ｎｅｒ）的角度求解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将消费、劳
动、产出作为控制变量，并将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

产性支出作为控制变量来求解福利最大化问题．
根据一阶条件方程，可求解出政府最优的生

产性支出比例

ｇ^ｐ＝ρ／［（１－ερ）（１＋η（１－α）Ω（Ｌ^））＋ρ］

（８）
其中

Ω（Ｌ^）＝［Ｌ^／（１－Ｌ^）］（１－ερ） （９）

Ｌ^为均衡增长路径上代表性家庭选择劳动时间的
最优解，可以证明，该解存在且唯一（一阶求解条

件及最优解的求解证明详见附录）．
２．４　经济增长最大化

现实经济中，中央或地方政府可能更关心

经济增长问题．这时，政府往往将生产性支出作
为其调控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工具变量，换言

之，在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均衡路径上，政府

可以通过调控生产性支出影响经济增长．在这
种情况下，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处于从属地位

［２］，

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可以表示为政府生产性支出

的函数．
根据隐函数定理，该文推导出了在经济增长

最大化目标下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比 ｇ～ｐ③

ｇ～ｐ ＝ρ／［（１－ερ）＋ρ］ （１０）

可见，经济增长最大化目标下，最优的政府生

产性支出比是政府有效公共生产性服务弹性系数

及政府公共生产性服务拥挤效应参数的函数．

２．５　不同目标下政府最优财政支出结构

式（８）与式（１０）分别给出了中央政府在追求

社会福利最大化以及经济增长最大化这两目标下

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可以看到，当 α＝１

时，两种目标下政府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

恰好相等，这意味着当政府的消费性服务的拥挤

效应不存在时，确实存在着一个最优的生产性支

出占比，能够同时促使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

大化．

当α＜１时，一方面，从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

的政府角度来看，由于生产投入要素的生产效率

并没有改变，政府并不会改变其追求经济增长目

标的最优策略．这时，生产性支出并未减少，私人

资本的边际报酬也相对较高，使得经济增长仍然

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消费的拥

挤效应增大，家庭就不得不减少更多的消费和闲

暇，使得社会福利开始下降．

由于０≤α≤１，则式（８）中的η（１－α）Ω≥

０恒成立，因此有：ｇ～ｐ≥ ｇ^ｐ．这一结果意味着，当

政府的公共消费性服务的拥挤效应增加时，政府

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比在经济增长量大化目标与社

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出现了不一致，经济增长最

大化目标下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不变，而社会福利

最大化下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下降了．换言之，当政

府的公共消费性服务的拥挤效应增加时，要保持

经济增长率不变，就得保持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

比不变，这样一定会损害社会福利；要维持社会福

利最大化，就得减少生产性支出占比，这也就意味

着经济增速的降低．综上所述，该文可以得到如下

基本结论：当政府的消费性服务完全是非竞争型

公共消费服务品时，存在着一个最优的生产性支

出比，能够同时促使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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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在中央计划者经济体下推导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比率，而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目标是在分离经济体下推导政

府次优的生产性支出比率．在Ｔｕｒｎｏｖｓｋｙ［８］研究中，两种情景下政府生产性支出比率的最优解是相同的，在文中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
异是该文研究财政支出拥挤效应和使用效率的理论基础．推导过程详见附录．



化；当政府的消费性服务存在着拥挤效应时，社会

福利最大化目标下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低

于经济增长目标．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
化目标下政府财政支出的最优结构存在差异，这

使得识别和度量消费性财政支出的拥挤程度具有

可行性，这也为研究财政支出特征和效率提供了

一个重要途径．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生产性拥挤因子 ε处于

何种状态，上述结论都不会发生改变．换言之，政

府的消费性公共服务是否存在拥挤效应，最终决

定了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

占比，它能够同时促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

会福利同时达到最大化，而政府的生产性公共服

务拥挤效应存在与否并不起决定作用．事实上从
式（８）与式（１０）的对比看，只要政府的消费性公
共服务存在拥挤效应，即α≠１，即使当ε＝１，即
政府的生产性服务完全属于非竞争性公共物品，

也会有 ｇ～ｐ≥ ｇ^ｐ．

（ａ）生产性拥挤因子＝１０　　　　　　　　　　　　　　　　　　　（ｂ）生产性拥挤因子＝０５

图１不同消费性拥挤效应下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Ｆｉｇ．１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２．６　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
福利影响的数值分析

图１中ａ、ｂ两个子图分别描述了在不存在与
存在政府生产性公共服务拥挤效应两种情形下，

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的关

系图，其中粗线为经济增长曲线（两图中位于下

方的三条曲线）、细线为社会福利曲线（两图中位

于上方的三条曲线）④．图形显示，无论政府公共
消费性服务的拥挤程度如何变化，政府生产性支

出占比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之间呈现明显的倒

Ｕ型关系，意味着一定存在着最优的政府生产性
支出占比，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实现社会

福利的最大化．从图１中ａ、ｂ两个子图看，无论政
府生产性公共服务拥挤效应存在与否，当 α＝１

时，即当政府消费性服务的拥挤程度为零时，经济

增长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两种目标下的最优

生产性支出占比都恰好相等，与前面的理论分析

的结果相符合．当α＜１时，即随着政府消费性服
务的拥挤程度的增大，社会福利目标下政府最优

的生产性支出的拐点值随着消费性服务拥挤程度

的增加而降低，主要原因则在于随着政府消费性

拥挤程度增加，家庭部门消费和闲暇的边际效用

随之下降，不得不减少消费和闲暇，使得社会福利

下降．而经济增长目标下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
的拐点值并没有随着消费性服务拥挤程度的不同

而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生产效

率并没有随着消费性拥挤程度的增加而改变．数
值模拟结果显示，与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情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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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除拥挤性因子外的八个参数分别取值为θ，η，ρ＝０．２、＝ερ、δ＝０．０２５、Ａ＝０．３、β＝０９６、σ＝１．１；初始的资本水平取值为：Ｋ０＝１０．文

中对所有参数取值范围进行模拟测试，以保证内生增长模型平衡增长路径上存在唯一且稳定的均衡增长率．



比，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

出更小．这一特征并不随政府生产性服务的拥挤
效应的大小而改变．

３　中国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
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中，该文分析了生产性支出对经

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以及解释了两种

目标情景下最优支出比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对此，
该文将通过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以研究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特征和评价

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
３．１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由于重点关注的是中国地方
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与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关

系，该文选择地方经济增长率与社会福利水平作

为被解释变量．梅冬州等［２７］
认为地方政府在价格

水平不能控制的背景下，往往会以名义 ＧＤＰ的增
长率作为其决策目标．因此，该文选取地区名义经
济增长率（ｒｇｄｐ）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前文
已指出，实证研究中对社会福利指标的构造是一

个较为棘手的问题，直到目前也没有一个可以被

广泛接受的测算指标．由于文中理论研究部分沿
用了大多数理论研究的做法

［６，８，１８，２３］，以代表性

家庭的效用函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参考Ｊｏｎｅｓ
和Ｋｌｅｎｏｗ［２８］有关社会福利指标的构造思路，并考
虑数据的可获得性，该文选取死亡率、消费水平和

收入不平等程度衡量社会福利指标⑤，即 Ｕｉｔ ＝
［Ｃｉｔ／（Ｍγ１ｉｔＴｅｉｌγ２ｉｔ）］

１－σ／（１－σ）．其中Ｃｉｔ表示ｉ地
区的消费水平；Ｍｉｔ表示第ｉ地区第ｔ期的死亡率水
平，死亡率衡量了当地医疗卫生条件状况．Ｔｅｉｌｉｔ
表示 ｉ地区第 ｔ期收入不平等程度，Ｔｅｉｌｉｔ ＝

∑
ｉ∈Ｉ
（Ｃｉｔ／ＣＩｔ）ｌｎ［（Ｃｉｔ／ＣＩｔ）／（Ｐｉｔ／ＰＩｔ）］，ＣＩｔ表示第Ｉ

省区的平均消费水平，Ｉ表示 ｉ地区（县或市）所
属的省份，Ｐｉｔ表示ｉ地区第 ｔ期常住人口，ＰＩｔ表
示第Ｉ省份第ｔ期常住人口总数．

２）解释变量．该文关注的解释变量是中国地
方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占地区 ＧＤＰ的比重
（ｒｆｉｎ）．有关政府生产性支出划分依据目前并没
有明确的标准，财政学界也无统一意见

［２９］．Ａｓ
ｃｈａｕｅｒ［３０］认为政府生产性支出主要在基础建设方
面，包括城市道路、高速公路、机场及公共交通等

交通运输业的支出．Ｅａｓｔｅｒｌｙ和 Ｒｅｂｅｌｏ［３１］也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交通运输业的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

济快速发展．高培勇［２］
认为，在中国，基本建设支

出、挖潜改造和科学技术三项费用支出、增拨国有

企业流动资金支出、地质勘探费支出、支援农村生

产支出以及工业、交通和商业等部门的事业费支

出都属于生产性支出的范畴．傅勇［３２］
则进一步以

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品为对象，认为包括交

通、能源、通讯等方面的经济性公共服务品会直接

进入到当期生产函数，而包括环保设施、卫生保

健、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非经济性公共服

务品则对当地经济无直接贡献．梅冬州等［２７］
也认

为基本建设支出属于生产性支出，科教文卫和社

会保障支出属于公共福利支出．短期内生产性支
出直接作用于总产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显

著；而财政公共福利支出尽管对经济增长也非常

重要，但是短期内增长效应不显著．综上所述，该
文认为基本建设支出、农林水利和气象支出、交通

运输支出、工商业等事务的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

而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支出

为非生产性支出．
３）其他控制变量．Ｍａｎｋｉｗ等［３３］

在内生增长

模型中研究经济条件收敛性时，将初始的产出水

平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严成樑和龚六堂
［１８］
发现

投资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

的重要因素；刘志红和王艺明
［３４］、李尚骜和龚六

堂
［３５］、毛捷等

［３６］
认为经济结构也是影响经济增

长、社会福利的重要变量．因此，该文在建立政府
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关系模

型时，还纳入了以下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的产出水

平的对数值（ｌｎＧＤＰ－１）、经济结构（ｓｔｒ）、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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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需要指出的是，理论研究中出现了许多形式的社会福利函数，主要包括新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纳什的社会福利函数、阿肯森

的社会福利函数，等等［２２－２４］，实证分析中的社会福利指标的定义和构建形式多样，但大多数的研究都将收入水平、收入差异程度、社

会保障程度、人们的健康水平等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常用指标．



员占比（ｒｌａｂｏｒ）和通货膨胀率（ｃｐｉ）．其中，从业人
员占比按某地区就业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值测

算，经济结构按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出水平与

总产出水平的比值测算，并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代表通货膨胀率．由于没有地市级的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的相关数据，该文采用地市所在省的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替代⑥．
据此，设定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ｒｇｄｐｉｔ＝α０＋α１ｒｆｉｎｉｔ＋α２ｒｆｉｎ
２
ｉｔ＋Ｘｉｔγ＋

μｉ＋ｖｔ＋εｉｔ
（１１）

ｒｗｅｌｉｔ＝β０＋β１ｒｆｉｎｉｔ＋β２ｒｆｉｎ
２
ｉｔ＋Ｘｉｔη＋

μｉ＋ｖｔ＋εｉｔ
（１２）

其中 ｒｇｄｐ、ｒｗｅｌ分别表示名义经济增长率、社会
消费零售总额增长率；ｒｆｉｎ表示财政生产性支出
占比；为了考察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

会福利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模型中同时引入

了财政生产性支出占比的平方项ｒｆｉｎ２；Ｘ代表各
控制变量组成的行向量；μｉ代地区固定效应变
量，ζｔ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变量．
３．２　数据来源及说明

为了使研究获得更大样本的支持，该文采用

中国地市级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的时

间段为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１２年．该文选择 ２００４年 ～
２０１２年作为考察期间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的原
因：第一，中国在２００１年底加入ＷＴＯ后进入了一
个全面改革开放的时期，而２００３年底中共十六届
三中全会的召开，明确了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公

共财政体制框架，以后的战略目标是进一步健全

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
［２］．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样本期间 变量解释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

ｒｇｄｐ ２９４ ０．１８６ ０．０４４ ２５５ ０．２０４ ０．０５３ ２３２ ０．２０７ ０．０５４

ｒｗｅｌ ２９４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５ ２５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５６ ２３２ ０．１８９ ０．０５１

ｒｆｉｎ ２９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８ ２５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７ ２３２ ０．１１０ ０．０５０

ｓｔｒ ２９４ ０．８８１ ０．０６３ ２５５ ０．８０３ ０．０９７ ２３２ ０．７６５ ０．０８９

ＣＰＩ ２９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６ ２５５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９ ２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３

ｒｌａｂｏｒ ２９４ ０．５８２ ０．１７２ ２５５ ０．５１９ ０．０７６ ２３２ ０．５０９ ０．１１５

Ｍ ２９４ ５．９２１ ０．８１５ ２５５ ６．０８２ ０．５０７ ２３２ ６．１５６ ０．５６０

Ｔｅｉｌ ２９４ ０．２２５ ０．２０３ ２５５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８ ２３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１２

ＧＤＰ ２９４ １０４１ ５７０ ２５５ ３４６ １１１ ２３２ ２８０ ９３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

ｒｇｄｐ ３１０ ０．１５２ ０．０５９ １８１ ０．１８３ ０．０５３ １４４ ０．１８９ ０．０５２

ｒｗｅｌ ３１０ ０．１７４ ０．０３１ １８１ ０．１７４ ０．０１８ １４４ ０．１８０ ０．０２０

ｒｆｉｎ ３１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３ １８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７ １４４ ０．１０８ ０．０３１

ｓｔｒ ３１０ ０．９０４ ０．０５４ １８１ ０．８４２ ０．０７８ １４４ ０．８６９ ０．０６７

ＣＰＩ ３１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３ １８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１４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９

ｒｌａｂｏｒ ３１０ ０．６１３ ０．１６４ １８１ ０．５９７ ０．１０６ １４４ ０．５６７ ０．０９１

Ｍ ３１０ ５．９７８ ０．８３０ １８１ ６．２３９ ０．４８２ １４４ ６．１２８ ０．６４９

Ｔｅｉｌ ３１０ ０．１１８ ０．１１４ １８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５０ １４４ ０．１２６ ０．０５７

ＧＤＰ ３１０ ２４２２ １６７２ １８１ １１８７ ４４７ １４４ １２９３ ７０５

　　　　注：Ｍ是死亡率指标，其单位是‰．

　　第二，２００３年以后地市级的统计数据相对较
为全面，数据的缺失较少．该文采用的地市级

ＧＤＰ、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产业结构、就业人员占比等数据全部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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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该文将滞后一期产出水平作为研究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控制变量，可以部分解决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

生性问题．这是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根据上年经济水平编制财政支出预算．



２００４年～２０１３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而省级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相关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值得一提的是，对地市级财政数
据的描述统计发现，直到２０１２年，包括教育、社会保
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约占地市

级财政总支出的４０％左右，表明生产性财政支出比
例大约为６０％⑦，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在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目标中，促进地方经济的

发展仍然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⑧．
需要指出的是，２００８年下半年美国严重的金

融海啸把全球推入了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当中，

中国经济也深受影响．２００８年底，中国政府陆续
审批了４万亿规模以基建为主的投资项目，相应
的政府生产性服务支出也有大幅度提高．全样本
期间，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鼓励新型

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国内需求、大幅度提高社会保

障水平、不断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等，使得我国宏观

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性变化．考虑到国内外宏观
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会

发生变动，为了保证模型估计尽可能地反映这种

经济关系的变动，该文将研究样本分为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２年两类子样本进行考
察⑨．另外，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
差异性较大，使得各地区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一

定差异以及对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的影响出

现较大的不同．为了能够考察不同区域可能存在
的差异，按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分别进行研究．
按两时期、三大经济带的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性统计见表１．
３．３　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ＯＬＳ估计结果．该文主要考察中国地方政
府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变动的

关系．因此，对上述计量模型式（１１）、式（１２）的估
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运用最小二乘法（ＯＬＳ）
进行回归分析．

表２给出了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中国东、中、西

三大经济带地方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分别对地区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变动的回归结果．表２显示，
无论对于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对于社会福利变动

模型，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的参数估计都为

正，其平方项的参数估计都为负，且至少都通过了

５％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检验，表明政府生产性支出
对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变动的影响呈现倒 Ｕ型
特征．该回归结果表明，政府适度的生产性财政支
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提升；但随着

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持续增加，其边际报酬将

会出现下降，而当政府生产性支出的边际报酬低

于私人资本时，政府支出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

将会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及社会福利的进一步

提升
［３６］．正是这种倒 Ｕ型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

一定时期及经济环境下，既存在着一个最优的政

府生产性支出占比，能够促使经济增长最大化，也

存在着一个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能够促

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当然，上述理论分析已指
出，当政府提供的消费性服务存在拥挤效应时，两

种目标下的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不一致：

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占比要小于经济增

长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占比．那么中国的事实又
如何呢？从表２的估计结果看，在东部与中部地
区，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

比确实小于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最优的政府生产性

支出占比，这进一步映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
当然，正是由于这一现象的存在，意味着在东、中

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消费性支出一定存在着拥挤

效应．因此，无论对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不存
在一个同一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它能够同时

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双双同时达到最优．对
西部地区来说，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间，两目标下最
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几乎是一致的，意味着

该时间段内，西部地区的政府消费性支出基本不

存在拥挤效应，因此，从理论上说存在着一个几乎

相同的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能同时促使

—９—第７期 潘文卿等：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⑦

⑧

⑨

以２０１２年为例，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占到地市级财政总支出的４０．４％，其中东部地区为３９．４％、东部地区为４２．６％、西部地
区为３９．８％．

高培勇［２］也认为在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用于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公共消费服务支出项目规模小、份额低，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
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模型中存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期间的子样本会使用２００３年相应的宏观数据；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
年期间的子样本会使用２００８年相应的宏观数据．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在证实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与经济增长及

社会福利变动的倒Ｕ型关系存在、并且验证了两
目标下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占比的位置关系

后，该文进一步考察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间东、中、
西三大经济带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与实际

的平均占比值的差异，以对中国地方生产性财政

支出规模的适度性进行初步评判．表２的数据显
示，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

实际的生产性支出占比都低于经济增长目标与社

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值，意味着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
间，中国地方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偏

小了．如对东部地区来说，从经济增长目标看，最

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还需要提升大约４２个
百分点；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看，还需提升

２０个百分点．对中部地区来说，要促成经济增长
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政府实际的生

产性支出还需分别提升２．７个与１．４个百分点．
而对西部地区来说，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需要提

升近１０个百分点，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
同时达到最大化目标．因此，在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的时间段里，尽管中国各个地区经济都处于一个较

高的增长水平，社会福利水平也有较大程度的提升，

但从当时的经济条件与发展潜力看，都还有进一步

提升的空间，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还可以更大一

些，尤其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更是如此．
表２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地市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ＯＬＳ估计

Ｔａｂｌｅ２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Ｏ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变量名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经济模型 福利模型 经济模型 福利模型 经济模型 福利模型

Ｒｆｉｎ
１．９４３ １．５９７ １．５０１ ０．７６５ ０．４１３ ０．２３０

（０．６６２） （０．３６２） （０．３７７） （０．３６８）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９）

ｒｆｉｎ２
－９．６７１ －１０．０４８ －６．６７８ －３．８４９ －０．９９２ －０．５７８

（４．９５３） （２．６９４） （１．５５４） （１．７８３） （０．３６５） （０．３３６）

ｌｎｇｄ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Ｓｔｒ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１５６ ０．０５９ ０．２６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ＣＰＩ
０．６１１ １．２１９ ０．６３７ ０．６４１ ０．１３５ ０．５８４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１） （０．３６１） （０．１１３） （０．２８２） （０．１８６）

Ｒｌａｂｏ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８）

地区虚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份虚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支出最优值 ０．１０１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２ ０．０９９ ０．２０８ ０．１９９

实际平均值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０

样本容量 ２９４ ２９４ ２５５ ２５５ ２３２ ２３２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９５６ ０．９８４ ０．９５２ ０．９５８ ０．９４８ ０．９５４

　　　　注：括号中是标准差，、、分别代表在１０％、５％、１％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下面该文再将视角转向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
机后中国地方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与经济增

长及社会福利变动的关系上来．表３的估计结果
显示，在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２年间，中国东、中、西三大
经济带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与经济增长及社会

福利变动间仍呈现倒Ｕ型关系：至少在１０％的显
著性水平下，政府生产性支出的一次项显著为正、

二次项显著为负．
首先，从经济增长目标与社会福利目标下的

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的情况看，虽然仍呈现社会

福利目标下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低于经济

增长目标下最优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这一基本

规律，但两者已经非常接近了．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
相比较，这种差距的缩小，表明财政消费性支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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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属性”更加明确，地方政府提供的消费性服

务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已卓有成效，政府的消费

性服务的拥挤效应已大大降低了．这也意味着对
中国的地方政府来说，可以通过优化生产性财政

支出结构，以同时促进经济与社会福利双双达到

最优增长点．其次，从实际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与
两目标下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占比的情况看，政府

实际的生产性支出占比已比较接近两目标下的最

优值，甚至在中部地区，政府实际的生产性支出占

比已有超过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值的迹

象．与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的情况相比，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２年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政府为应对始于
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４万亿的财政支出已使
各地区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占比接近或达到了当时

经济环境下的最优值，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不

仅不会带来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进一步提升，

而且会抑制经济增长并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尤

其对中部地区来说更是如此．当然，表 ３显示，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间西部地区实际的政府生产性支出
占比略低于两目标下最优的支出占比，因此，西部地

区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还可适度扩大一些，

但增加的幅度以当年ＧＤＰ的２．９％为宜．
表３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地市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ＯＬＳ估计

Ｔａｂｌｅ３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ＯＬＳ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变量名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经济模型 福利模型 经济模型 福利模型 经济模型 福利模型

Ｒｆｉｎ
３．０６４ ０．６３４ １．５９７ ０．６６８ １．１９８ ０．８８５

（０．８５８） （０．３７４） （０．６４） （０．２１１） （０．６０５） （０．２６７）

ｒｆｉｎ２
－１７．２１１ －３．６５０ －８．０００ －３．５２５ －４．２０８ －３．２２９

（４．５４１） （２．１９８） （３．３２３） （１．１０８） （２．５１５） （１．２４８）

ｌｎｇｄ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Ｓｔｒ
０．０９８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５ ０．０３６ ０．１４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１）

ＣＰＩ
１．３０２ －０．１３３ ２．６７４ ２．２４８ ０．２７２ －０．００３

（０．１９４） （０．１０５）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７） （０．６１１） （０．０８８）

Ｒｌａｂｏｒ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地区虚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份虚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支出最优值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７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７

实际平均值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８

样本容量 ３１０ ３１０ １８１ １８１ １４４ １４４

ＡｄｊｕｓｔＲ２ ０．９２５ ０．９７４ ０．９７０ ０．９９５ ０．９６０ ０．９８７

　　２）ＧＭＭ估计结果．考虑到现实经济中经济
增长目标可能具有很强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社会

福利变量可能存在着自相关问题；同时，经济增长

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也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关

系
［３７－３９］，因此，根据相关文献，该文进一步构建动

态面板模型，并尝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以进一步检验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为此，该文
将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率（ｒｇｄｐ－１）与滞后一期的
社会福利指标的变动率（ｒｗｅｌ－１）作为控制变量分
别引入到计量模型式（１１）与式（１２）中，以构造如

下动态面板模型

ｒｇｄｐｉｔ＝α０＋α１ｒｇｄｐｉ，ｔ１＋α２ｒｆｉｎｉｔ＋α３ｒｆｉｎ
２
ｉｔ＋

Ｘｉｔγ＋μｉ＋ｖｔ＋εｉｔ
（１３）

ｒｗｅｌｉｔ＝β０＋β１ｒｗｅｌｉ，ｔ１＋β２ｒｆｉｎｉｔ＋β２ｒｆｉｎ
２
ｉｔ＋

Ｘｉｔη＋μｉ＋ｖｔ＋εｉｔ
（１４）

一般地，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由于含有被

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因此可能

存在与模型中随机扰动项的同期相关性问题；与

此同时，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变动都可能与模型

中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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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上述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使
得一般的最小二乘法容易产生“动态面板估计偏

误”的不良后果．为了有效处理 ＯＬＳ估计的这些
问题，该文采用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和 Ｂｏｖｅｒ［４０］提出的系统
广义矩法（ｓｙｓｔｅｍＧＭＭ）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式
（１３）、式（１４）进行估计．选择了作为工具变量的
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的相关变量的适当的滞后期

后，估计结果列于表４与表５．从表４、表５给出的
对模型的设定检验看，除了西部地区 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２年间社会福利变动模型外，其他各模型都显

示以下检验结果：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ＡＲ（１）显著而ＡＲ（２）不显著的，说明模型存在一
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问题，系统 ＧＭＭ
方法是适用的；而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表明，模型的总体
矩条件成立，工具变量的选择整体上也是有效的．
对西部地区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２年间的社会福利变动
模型来说，ＡＲ（１）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１阶自相
关性，因此不适用 ＧＭＭ估计．从表４与表５的回
归结果看，系统 ＧＭＭ估计显示了与 ＯＬＳ估计基
本一致的逻辑结论．

表４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地级市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影响：ＧＭＭ估计

Ｔａｂｌｅ４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ＧＭ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变量名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增长模型 福利模型 增长模型 福利模型 增长模型 福利模型

Ｒｆｉｎ
２．５１１ １．３４３ ２．４０４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８ ０．１２８

（０．７５１） （０．２２８） （０．２０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２） （０．０５８）

ｒｆｉｎ２
－１７．９９３ －１０．１１８ －１０．０９１ －０．６６８ －０．４５０ －０．４５６

（４．９８０） （１．４０５） （０．９０３） （０．２４５） （０．０３５） （０．１３２）

ｒｇｄ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７）

－０．２４４

（０．００２）

ｒｗｅｌ－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１）

ｌｎｇｄｐ－１
－０．２２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０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Ｓｔｒ
２．５３２ －０．０４７ ０．１５５ ０．１９１ ０．７３５ －０．０２０

（０．５８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ＣＰＩ
－０．１１３ ０．５２９ ２．１４３ １．５１１ ０．８５９ ０．１３９

（０．２３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Ｒｌａｂｏｒ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５９７ ０．４１２ ０．１０５ －０．１５７ ０．２４５ ０．３２３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９）

支出最优值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６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６４ ０．１４１

实际平均值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０

样本容量 ２９４ ２９４ ２５５ ２５５ ２３２ ２３２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４９．４１２ ７８．６４５ ８１．２８１ ７２．２４９ ８４．４２５ ７８．９７５

（０．１７２） （０．５２２） （０．８７４） （０．１５４） （０．８９７） （０．９９９）

ＡＲ（１）检验
－２．０９５ －１．６３９ －２．１４２ －１．８４６ １．６６３ －２．１３１

（０．０３６）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３３）

ＡＲ（２）检验
１．３０４ －０．３４５ ０．８８０ －０．０６６ －１．０６９ －１．２８３

（０．１９２） （０．７３０） （０．３７９） （０．９４７） （０．２８５） （０．２００）

　　　　注：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ａｒ（１）检验、ａｒ（２）检验括号内报告的是伴随概率Ｐ值，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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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地级市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影响：ＧＭＭ估计

Ｔａｂｌｅ５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ｆｉｓ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ｆｒｏｍ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ＧＭ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变量名称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增长模型 福利模型 增长模型 福利模型 增长模型 福利模型

Ｒｆｉｎ
２．２１５ ０．５９６ １．５４７ ０．５２２ ０．４８２ ０．３９２

（０．２５４） （０．１４６） （０．５２０） （０．２６５） （０．２４９） （０．２３９）

ｒｆｉｎ２
－１５．９６７ －４．４９５ －８．０００ －２．９９３ －１．８８９ －０．４６５

（１．２７６） （０．８３２） （２．５７７） （１．３７３） （０．７２９） （０．７５９）

ｒｇｄ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

ｒｗｅｌ－１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７）

ｌｎｇｄｐ－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Ｓｔｒ
－０．００５ ０．２４０ ０．５２６ ０．０７５ ０．４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２）

ＣＰＩ
１．１８９ １．２６０ ０．９９６ １．４６２ １．８６８ ０．４３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２２） （０．０５５）

Ｒｌａｂｏｒ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５５６ ０．２４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０ ０．３３９ ０．１２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８）

支出最优值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８ ———

实际平均值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８

样本容量 ３１０ ３１０ １８１ １８１ １４４ １４４

Ｓａｒｇａｎ
８７．４４６ ８７．６５ ６２．９２８ ３０．５６１ ４８．７２２ ５０．０７１

（０．１９５） （０．１０１） （０．２７５） （０．４３７） （０．８２８） （０．７３０）

ＡＲ（１）
－４．１５３ －２．５３７ －２．１４３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０ －０．９７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３３０）

ＡＲ（２）
－０．１３７ －１．５８０ ０．１４３ －０．６６３ －１．５７３ －０．４５４

（０．８９１） （０．１１４） （０．８８６） （０．５０７） （０．１１６） （０．６５０）

　　首先，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间，无论是经济增长
模型、还是社会福利变动模型，在１％的显著性水
平上，均呈现出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的一次

项参数显著为正、二次项参数显著为负的结果，表

明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变

动与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间都存在着显著的

倒Ｕ型关系．而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间，东部与中
部地区这种倒 Ｕ型关系仍然显著存在，同时，西
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型的估计也显示出了这种倒

Ｕ型关系的基本特征．

其次，从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以及 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２年的两个时间段来看，东、中、西三大经济带也
都呈现出社会福利最优目标下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

比低于经济增长最大化目标下的政府生产性支出占

比的特征瑏瑠，再次映证了上述理论部分的基本结论．
第三，从地方政府实际的生产性支出占比与

上述理论的最优支出占比的比较看，仍然呈现如

下特征：在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的时间段，东、中、西
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实际占比都低于两

目标下最优的支出占比，尤其以西部地区最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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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由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间西部地区社会福利模型的设定与ＧＭＭ估计的适用性问题，其最优拐点值出现异常，无法与增长模型的最优拐点进
行比较．



出．与 ＯＬＳ估计中的经济含义相仿，这一结果表
明该时期政府生产性支出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

间，即如果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有进一步的扩大，

既会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又会提升地区的经济

增长水平，即更加接近潜在的最优增长水平以及潜

在的最优社会福利水平；而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间，
东、中部地区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已经接近、甚至

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值．正如前文如述，这可能
是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情况下，中国政府增加
４万亿财政投资所形成的结果．因此，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东、中部地区继续加大政府生

产性支出规模，不仅不会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更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对西部地区来说，虽然
ＧＭＭ估计结果无法考察到社会福利的最优值，但
与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的时间段相比，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２年西部地区政府的实际生产性支出占比与
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最优占比的差距也进一步缩小

了．在经济增大化增长目标下，仍有２个百分点的
差距，西部地区还可以适度地加大地方政府的生

产性财政支出规模．

４　结束语

文中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消

费性支出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加入消费性服务拥

挤因子和生产性服务拥挤因子来刻画政府提供的

公共服务品的不同公共属性．在福利最大化和经
济增长最大化两种目标下，分别推导了各自最优

的政府生产性支出结构．理论分析发现，当政府的
消费性服务完全是非竞争型公共消费服务品时，

理论上存在着一个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占比，能同

时促使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当政府

的消费性服务存在着拥挤效应时，两种目标下政

府的最优生产性支出是不一致的，社会福利最大

化目标下政府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占比要比经济增

长目标下低．进一步，该文通过数值模拟呈现了政
府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变动之

间存在的倒Ｕ型关系．
该文通过对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以及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２年两个时期中国地级市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表明，两个时期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

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拐点值普遍低于经济

增长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拐点值，实证结果进一

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当然，这一特征的存在
也意味着中国地方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在两个时

间段都存在着拥挤效应．从两个时间段的比较看，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８年间，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实际的
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低于增长目标与福利目标下

最优的占比值，一方面表明当时政府的生产性财

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起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地方政府还有继续加大生

产性支出的空间；而在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２年间，三大
经济带实际的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

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表明政府实际

的生产性支出已开始出现效益不佳的势头，尤其

是在东、中部地区，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

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产生抑制作用．上述主要结
论在调整和优化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具如下有

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政府财政的消费性支出要加快从竞争

性领域退出，并逐渐加大对非竞争性与非盈利性

的公共消费性服务品的支出，譬如政府财政支出

更多地转向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及公共

医疗服务等方面．只有政府消费性财政支出不存
在拥挤效应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一个适度的生

产性财政支出规模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同

步最大化．
第二，进一步简政放权，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

批事项，在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多元的竞争性生产领

域的同时，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也要积极地从这

些竞争性领域退出，以减少生产领域的拥挤程度．
第三，从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提升的角

度来看，现阶段东、中部地区，政府生产性财政支

出对于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较为明显，并对地方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福利的提升开始带来负面效

应．因此，政府需要考虑适时、适度地缩减生产性
财政支出规模，而在改善民生、提升教育、医疗、环

境等的品质方面加强支出力度．对于西部地区，目
前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其最优拐点

值，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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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社会福利最大化问题

根据生产函数和约束条件定义拉格朗日函数

Ｌ＝∑
∞

ｔ＝０
βｔ｛［Ｃｔ（ｇｃＹαｔ）ηＬθｔ］

１－σ／（１－σ）＋λｔ［（１－ｇｃ－ｇｐ）Ｙｔ＋（１－δ）Ｋｔ－Ｃｔ－Ｋｔ＋１］＋

μｔ［（Ａｔｇρｐ）
１／（１－ερ）（１－Ｌｔ）

／（１－ερ）Ｋｔ）－Ｙｔ］｝ （Ａ－１）

其中λｔ为资本的影子价格；μｔ为生产的影子价格．该文可以得到｛Ｃｔ、Ｌｔ、Ｋｔ＋１、Ｙｔ、ｇｃ，ｔ、ｇｐ，ｔ｝的一阶条件，并整理得

同期替代方程

　　　　Ｃｔ／Ｙｔ＝Ω（Ｌｔ）μｔ／λｔ （Ａ－２）

欧拉方程

　　　　λｔ／λｔ＋１ ＝β（１－δ）＋β（μｔ＋１／λｔ＋１）（Ｙｔ＋１／Ｋｔ＋１） （Ａ－３）

预算约束条件

　　　　Ｋｔ＋１／Ｋｔ＝（１－δ）＋［（１－ｇｃ－ｇｐ）－Ｃｔ／Ｙｔ］（Ｙｔ／Ｋｔ） （Ａ－４）

边际单位产出的影子价格方程

　　　　μｔ／λｔ＝（１－ｇｃ－ｇｐ）＋αη（Ｃｔ／Ｙｔ） （Ａ－５）

政府消费性支出比例

　　　　ｇｃ，ｔ＝ηＣｔ／Ｙｔ （Ａ－６）

政府生产性支出比例

　　　　ｇｐ，ｔ＝（μｔ／λｔ）ρ／（１－ερ） （Ａ－７）

生产函数

　　　　Ｙｔ／Ｋｔ＝（Ａｔｇρｐ）
１／（１－ερ）（１－Ｌｔ）

／（１－ερ） （Ａ－８）

横截性条件为

　　　　ｌｉｍ
ｔ→∞
βｔλｔＫｔ＋１ ＝０ （Ａ－９）

其中Ω（Ｌｔ）＝［Ｌｔ／（１－Ｌｔ）］／（１－ερ）．显然，该文可以求出Ω
′（Ｌｔ）＞０．

在给定初始条件和参数约束条件的基础上，经济体存在一个竞争性均衡的平衡增长路径．在竞争性均衡条件下，消

费、资本、产出具有相同的增长率，设为ψ；劳动、政府消费性支出占比、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消费产出比、产出资本比都

为常数．结合式（Ａ－２）和式（Ａ－５）得出竞争性均衡下消费产出比为

Ｃ／Ｙ＝（１－ｇｃ－ｇｐ）Ω（Ｌ）／［１－αηΩ（Ｌ）］ （Ａ－１０）

式（Ａ－１０）中，在给定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前提下，可推导得消费产出比是闲暇的增函数．当闲暇增加时，资

本的边际报酬在下降，消费的边际收益在提高，家庭会减少投资增加消费，因此消费产出比是上升的．在现实经济体中，

消费产出比应该为正值，并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αηΩ（Ｌ）＜１ （Ａ－１１）

根据式（Ａ－４）和式（Ａ－８），可以得到均衡路径下增长率与闲暇的均衡关系

ψ＝（１－ｇ^ｃ－ｇ^ｐ）［１－（１＋αη）Ω］／（１－αηΩ）（Ａｇ^ρｐ）
１／（１－ερ）（１－Ｌ）／（１－ερ）－δ （Ａ－１２）

将正文中的式（８）代入到式（Ａ－１２）中，推导可得增长率是闲暇的减函数．从预算约束方程（Ａ－４）来看，ψ＝［（１－ｇ^ｃ－

ｇ^ｐ）－Ｃ／Ｙ］／（Ｙ／Ｋ）－δ，结合正文的推论，消费产出比和政府总支出比是闲暇的增函数．政府生产性支出是闲暇的减函

数，随着政府生产性支出减少，产出资本比也在下降．显然从式（Ａ－１２）来看，经济增长率是闲暇的减函数．

根据式（Ａ－２）、式（Ａ－３）、式（Ａ－５）和式（Ａ－８），可以给出有关均衡路径的增长率与闲暇的另一种均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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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β（１－ｇ^ｃ－ｇ^ｐ）／（１－αηΩ）（Ａｇ^ρｐ）
１／（１－ερ）（１－Ｌ）／（１－ερ）＋β（１－δ）］１／［σ－αη（１－σ）］－１ （Ａ－１３）

结合式（Ａ－１２）和式（Ａ－１３），可以求解得出均衡增长率 ψ^，均衡闲暇时间 Ｌ^．

经济增长最大化问题

文中将政府生产性支出作为典型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外生参数．结合式（Ａ－２）、式（Ａ－５）和式（Ａ－６），可以得

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关于生产性支出的函数关系式

ｇ～ｃ＝η（１－ｇｐ）Ω（Ｌ）／［１＋η（１－ε）Ω（Ｌ）］ （Ａ－１４）

进一步，可以推导新的均衡增长率

ψ＝（１－ｇ～ｃ－ｇｐ）［１－（１＋αη）Ω］／（１－αηΩ）（Ａｇρｐ）
１／（１－ερ）（１－Ｌ）／（１－ερ）－δ （Ａ－１５）

ψ＝［β（１－ｇ～ｃ－ｇｐ）／（１－αηΩ）（Ａｇρｐ）
１／（１－ερ）（１－Ｌ）／（１－ερ）＋β（１－δ）］１／［σ－αη（１－σ）］－１ （Ａ－１６）

在式（Ａ－１４）、式（Ａ－１５）和式（Ａ－１６）中，均衡增长率对生产性支出参数分别求导，均可得出如下表达式

１／（１－ｇ～ｃ－ｇｐ）＝ηΩ（Ｌ）／［（１＋η（１－α）Ω（Ｌ））（１－ｇ
～
ｃ－ｇｐ）］＋ρ／［（１－ερ）ｇｐ］ （Ａ－１７）

结合式（Ａ－１４）和式（Ａ－１７），即可求解在经济最大化目标下最优的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

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根据式（Ａ－１４）和式（Ａ－１５），可以推导出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进一步，还需推导政府生产性

支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函数．在将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比作为外生参数的前提下，可以求解出社会福利最大化均衡增长

路径上各个变量之间的比率值（Ｃ／Ｙ、Ｙ／Ｋ）及其变量自身的增长率（ψ），这些比率值也都是关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函

数．然后，在给定初始资本存量（Ｋ０）的条件下，就可以计算最大化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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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０ Ｙαη（１－σ）０ Ｌθ（１－σ）０ ／｛（１－σ）［１－β（１＋ψ）（１＋αη）（１－σ）］｝ （Ａ－１８）

—９１—第７期 潘文卿等：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